
自然实验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应用与反思

法　 卉

　 　 ２０２１年 １０月，戴维·卡德（Ｄａｖｉｄ Ｃａｒｄ）、乔舒亚·安格里斯特（Ｊｏｓｈｕａ Ａｎ

ｇｒｉｓｔ）和吉多·因本斯（Ｇｕｉｄｏ Ｉｍｂｅｎｓ）三位经济学家因在自然实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的运用方面做出了“挑战传统智慧”的开创性工作，被授予了诺贝尔经

济学奖。与西方经济学重视理论、通过抽象假设来推导结论的传统思维不同，

这三位获奖者相信来自现实世界的数据才能够直观且真实地揭示外在因素对

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他们通过创新的研究设计和对统计学的巧妙运用，在经

济学领域引领了一场“实证主义革命”，旨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可靠的因果关系证

据以回答教育、健康、就业等重要的政策问题。

卡德和他的同事艾伦·克鲁格（Ａｌ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以新泽西州出台提高最低工资

的法令为契机进行了自然实验，试图验证提高最低工资是否会如同传统经济学中

所预测的那样，降低雇主对工人的需求，从而导致失业率的提升。然而，对新泽西

州以及与其临近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 ４００多家快餐店进行调查后，他们发现提

高最低工资并没有对就业率产生影响。①这一研究结果为之后美国各州提高最

低工资铺平了道路，大量工人因此受益。而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则利用工具变

量（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的构造和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解决了受教育年限与

未来工资水平模型构造的内生性问题。他们的研究选取了与家庭背景或是先

９２３

①
　 法卉，社会心理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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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能力无关的出生年份作为工具变量，有效证明了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对于未来

工资水平的正向作用，为美国教育财政投入及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建议。①

尽管这三位获奖者的学术成果都曾因为创新性和对既有研究的批判遭受过

主流经济学界的质疑和谴责，但他们一次次通过严谨的因果分析和缜密的研究结

果成功进行了反击，将经济学从固化思想和既有认知的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引

领经济学迈向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而这场“实证主义革命”并未就此止步于

经济学界。由于能够通过简洁的研究设计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进行有效

推断，并能够针对广泛且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建议，“自然实验”这

一概念近年来也逐渐渗透到政治科学领域，越发受到主流学界和社会的重视。

鉴于尚没有文献专门对自然实验在政治科学领域的现状与应用进行过回

顾与总结，本文试图较系统地从发展背景、方法技术、研究实例和方法反思这四

个方面对自然实验法的现状与趋势进行梳理，希望能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些

借鉴和参考。

一、 自然实验法的发展背景

自然实验法属于实验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分支。虽然如今在政

治学领域，定量实验方法的使用日益受到推崇。但回首实验政治学科的发展历

史，可谓艰辛曲折。本节将在简要梳理实验政治学科的发展进程后，对包含自

然实验在内的三类研究设计进行介绍。

（一） 实验政治学的兴起与发展

２０世纪初期，当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们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各类实验时，

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依旧对于进行实验研究的伦理性和必要性存有

０３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参见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Ｂ． Ｋｅｕｅｇｅｒ，“Ｄｏｅｓ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６，ｎｏ．４（１９９１），ｐｐ．９７９—１０１４；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Ｇｕｉｄｏ Ｗ．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Ｂ． Ｒｕｂ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９１（１９９６），ｐｐ．４３４，４４４—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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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与以客观物质和材料为对象的自然科学实验不同，社会科学实验无法保

证实验操作不会对其对象———具有主观能动性和情感的人———带来任何的负

面后果。同时，主流政治学学者一致认为，由于研究者无法在实验环境中还原

出真实、复杂的社会系统，其研究结果对于现实世界也缺乏指导性和实践性。①

转机出现在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行为主义革命（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兴

起成了实验政治学科发展的分水岭。在这场变革中，政治学者对传统政治研究

中抽象思辨和演绎的方法进行了反思与创新，认为应该将政治科学研究的对象

锁定到实际存在且可观察到的政治行为上。而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政

治行为的解释、预测和控制，而并非对社会政治现象的静态描述和简单写实。

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政治研

究，采用新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重新认识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由此，区别

于规范研究和阐释研究、通过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政治科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

学科。问卷调查以及将人群按其国别、宗教或是生活年代等背景进行划分后进

行比较以验证理论假设的观察研究法（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成为当时最受推崇

的研究方法。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验政治学也开始逐渐得到发展。

进入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受到心理学及其方法论的影响，以实验室实验为主

要研究方法的政治心理学作为政治科学领域的一个新兴学科，开始逐步成型并

得到快速发展。密歇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都纷纷设立了政

治心理学专用的实验室及相关课程，培养了一批掌握实验研究方法的政治学

者。此后，政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开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三大政治学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ｖｉｅｗ，ＡＰＳＲ）、《美国政治科学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ＪＰＳ）

及《政治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ＪＯＰ）上刊登的实验研究将近 ５０篇，几乎是

１９５０年至 １９８０年刊登的所有实验研究数量的总和。③

１３３

自然实验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应用与反思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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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１（１９１０），ｐ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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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政治学界对于实验研究的质疑依旧没有消除。其中最大的质

疑声还是在于实验环境与真实社会环境的脱节。与研究物体客观规律的物理

学以及研究人们内在意识的心理学不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在现实世界

中的自然行为表现，因此传统政治学界对于存在人为介入的实验方法始终有所

排斥。而在同一时期，因为相同的理由而与实验政治学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实

验经济学。但随着 ２００２年弗农·史密斯（Ｖｅｒｎｏｎ 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７年罗杰·迈尔森

（Ｒｏｇｅｒ Ｍｙｅｒｓｏｎ）两位经济学者接连因为其实验性研究在经济领域所作出的开

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迈尔森也针对投票体制进行过实验研究），实验

经济学终于一跃登上主流舞台，受到学术界关注。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验

研究也终于在步入 ２１世纪后逐渐被学术界接纳认可，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主流

方法之一。

当然，实验政治学的迅速崛起并不仅仅是因为沾了实验经济学的光。伴随

着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日益复杂化和交互化，经典规范政治理论在解释力和

对政治实践的指导能力上都表现出诸多局限。①仅仅依靠观察研究或是非实验

性研究（如问卷调查）不足以帮助研究者们锁定变量或因素间的因果关系，也无

法为诸如全球治理、国家能力与治理、数字民主与网络暴政、恐怖主义与文化冲

突等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建议。因此，能够判定因果效应、检验因果

机制的实验研究方法必然会受到政治科学领域的青睐。

（二） 实验政治学的研究设计：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以及自然实验

从实验形式来看，实验政治学主要包括实验室实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田野实验（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和自然实验等。这些研究设计的核心思想

都在于将对人的行为或态度产生影响的各类因素进行控制后，识别和评估干预

条件（自变量）与人的行为或态度（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不同类型的

研究设计中，被研究对象受到干预的方式和过程有所不同，干预的程度和受控

制的程度也差异甚大。表 １列举了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自然实验以及非实验

研究之间的差别。各类实验设计都存在着优势和劣势，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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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天广：《从因果效应到因果机制：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载《探索》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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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可行性来选择合适的实验设计。

表 １　 实验分类及相关比较

被研究对象
实验设计

及材料
激励 实验环境

被研究对象

知晓实验

研究者

进行干预

实验室实验 大学生 虚构 诱导价值 实验室 是 是

田野实验 各类人群 现实 真实激励 社会环境 否 是

自然实验 各类人群 现实 真实激励 社会环境 否 否

非实验研究 各类人群 现实 真实激励 社会环境 否 否

　 　 资料来源：罗俊、汪丁丁、叶航、陈叶烽：《走向真实世界的实验经济学———田野实验研
究综述》，载《经济学》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表 １。

实验室实验源于心理学实验的启发，往往以学分或是少量的金额作为报

酬，招募在校大学生成为被研究对象。通过在实验室中设置虚构的情景和信

息，研究者记录和观察被研究对象的某一特定行为或态度如何随着干预变量的

变化而变化，以验证基于理论所推导出的假设。虽然实验室实验看似对影响变

量有着较高的控制度，能够相对准确地推导出研究者所关心的两个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但由于实验场景过于做作且被研究对象没有代表性，实验室实验研

究经常会遭受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质疑和批判。

田野实验和自然实验则通过改进和加强研究方法，帮助研究者在更真实的

世界中检验理论、分析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田野实验是在真实社会环境中

开展的实验研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研究对象。与实验室实验不同的是，被

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正在参与实验一事并不知情，因此，他们在追求社会福利、支

持政党当选等真实激励的驱动下，发乎自然地对实验任务进行反应，这在很大

程度上减少了实验室实验中人为干预性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但是，在现实

世界中进行实验研究的难点在于，能够用于向被研究对象实施实验干预的手段

变得更少（例如在选举期间，向选民随机发放印有不同宣传标语的传单），而且

研究者也无法逐一确认被研究对象是否真的受到干预条件影响，或是否对干预

做出反应。这可能会对因果推论的准确性产生一定的干扰。

相比先确定被研究对象，再进行人为干预的实验室实验与田野实验，自然

实验的特殊性在于，当政策变化等非人为干预或是随机化的实验条件在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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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自然形成之后，研究者们再通过研究设计去寻找出符合要求的被研究对

象，进而探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对自然实

验的概念与基本研究设计进行更为具体的介绍。

二、 自然实验的概念、基本研究设计与优势

自然实验，如同其字面意思一般，是一场自然发生的实验。因此，它具有随

机分配实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的部分特征①，例如都存在某一项

或是一组干预措施（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且该干预措施的有无是导致被研

究对象的态度或行为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

然实验中的“干预”是随自然环境（比如地震、海啸等灾害的发生）或是社会环境

（比如新政策或是法案的颁布）的改变而自然发生的，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或是

方式都无法受到任何人工性的干预或安排。

莱瑟代尔指出，自然实验具备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干预措施的实施并不取

决于研究者是否事先制定了评估该干预措施的计划；第二，出于伦理或政治因

素的考量，无法保证干预措施能够达到完全的随机分配。②因此，当实验条件在

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时，研究者必须先运用“识别策略”（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即通过进行一些精妙的研究设计来确保被研究对象随机受到干预措施影响，并

对其所关心的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理由进行充分的说明和假设后，才

能开展数据的收集和统计，确保因果推断的有效性。③

（一） 自然实验的基本研究设计

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最被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之一，自然实验目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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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 Ｐｉｓａｎｉ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Ｐｕｒｖ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３ｒｄ 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ｏｒ
ｔｏｎ，１９９７，ｐｐ．４—８。

Ｓｃｏｔｔ 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ｄａｌ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ｏｗ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
ｇｙ，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０１９），ｐｐ．１９—３５．

Ｃｙｒｕｓ Ｓａｍｉｉ，“Ｃａｕｓａｌ Ｅｍｐｉｒｃｉｓｍ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７８，
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９４１—９５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
致
出
版
社



演化出了许多成熟的研究设计，包括工具变量、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倾向值匹配（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和断点回归设计（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等。

１．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是社会科学定量分析中解决内生性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原

理在于寻找一个会与自变量（原因）密切相关，但与因变量（结果）毫无关系的外

生变量作为“工具”，以探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如果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作为外作用力的工具变量对自变量产

生的影响也就势必传递到因变量。因此，只要工具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影响是

显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例

如，亨德森和布鲁克斯将雨天作为工具变量，探讨了选民投票成本与投票行动

之间的关系。①显然，下雨天出行会增加选民出门投票时的成本（例如需要更多

的准备时间等），但是否下雨与投票行为本身并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如果与晴

天相比，雨天时的选票显著减少，那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投票成本与投票行为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投票成本升高会抑制投票行为。

虽然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但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到符合

研究需要且合格的工具变量并不容易。目前，寻找工具变量的思路有以下几个

方面：（１）来自自然界的物候天象———降雨、龙卷风、地震等自然现象在一定地

域范围内具有高度的随机、外生特性，但同时又可能对社会进程产生影响；

（２）来自生理上的自然现象———性别、死亡率、出生日期等有机体的自然历程既

具有随机性，又往往和特定的经济社会进程相关；（３）来自外生性政策、事件干

预———从社会规章制度（例如通过抽签决定是否服军役）到恐怖袭击的发生，这

一些事件的发生是完全随机的，但又能对个体或是群体今后的收入、健康或是

政治态度等产生影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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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ｏｈｎ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ｏｋｓ，“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ｏｔｅｒ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 ７８，ｎｏ． ３（２０１６），
ｐｐ．６５３—６６９．　

陈云松：《逻辑、想象和诠释：工具变量在社会科学因果推断中的应用》，载《社会学研

究》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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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双重差分

双重差分主要用于研究某项政策实施前后的效果评估。其基本思想是将

受到政策影响的地区或城市作为干预组，并选取一个相对同质但未受到政策影

响的地区或城市作为控制组，接着通过比较两组样本数据来估计政策的实际效

应。例如，如果想要评价 Ａ市新颁布的人才引进政策效果如何，首先要选取一

个符合平行趋势假定的 Ｂ 市作为控制组，即在没有实行新政策的情况下，Ａ、Ｂ

两市在 １—２年内人才落户（因变量）的增长率应该一致。如果 Ａ市的人才落户

数量在政策实施前后有所变化，我们无法断定该变化是由政策，还是由时间引

起，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受到政策影响，随时间推移 Ａ 市的人才落户数量也可能

会产生同样的变化。此时，为了剔除时间效应的影响，就需要引入控制组以观

察在 Ａ市开始执行政策后的同一时间段内，未受到政策影响的 Ｂ 市的人才落户

数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接着，在 Ａ 市政策实施前后人才落户数量的变化量

中，再扣除通过 Ｂ市估计出的，因时间而产生的变化量，就能得到政策干预所带

来的净效应，从而进行因果关系的估计（见图 １）。

图 １　 双重差分法示例

３． 倾向值匹配

匹配的核心思想是运用统计学方法、人为地选取一个控制组，通过可观测

特征（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为每一个身处干预组的被研究对象“匹配”一个

未受干预的对象进行比较。而倾向值匹配就是保证匹配起来的个体之间有着

相等或近似的倾向。①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很好地解决存在多混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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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安宁：《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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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时的控制问题。例如当我们要探讨接受大学教育对个人

收入的影响时，年龄、性别以及地区差异等混淆变量都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为了对这些混淆变量进行控制，从而真正确定接受大学教育与个人收入两者之间

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将混淆变量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以产生一个预测个体受

到自变量影响的概率，并从有相同概率（即上大学的概率）的群组中选出受过大学

教育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个体进行匹配，对其个人收入进行比较研究。因为已

有的混淆变量已经在基于倾向值的配对过程中得到控制，因此两组个体收入上产

生的差异就只能归因于大学教育的有无，从而明确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４． 断点回归设计

所谓“断点”，是指研究者预测存在某一个会对因变量产生直接影响的临界

点。超越该临界点与否决定了被研究对象是否受到干预。同时，为了确保被研

究对象的同质性、确保干预条件分配的随机性，研究者往往在临界点附近选取

研究样本，即将略高于临界点的样本作为控制组、略低于临界点的样本作为干

预组进行比较分析，以确定干预效应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当我们

希望探讨进入重点大学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时，录取分数线便成为一个精确的

“断点”———高于此分数线的学生确定能够进入重点大学，而低于此分数线的学

生则确定无法进入重点大学。这样能够将样本进行“一刀切”的断点回归设计

被称为精确断点回归（ｓｈａｒｐ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通过对比略高、略低于录

取分数线的两组学生毕业后的收入状况，就能够最大程度地排除学生本身的能

力、家境等可能对个人收入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更为准确地估计出进入重点

大学与收入的因果效应。

但在其他国家，根据教育制度和模式的不同，录取分数线将不再是判断学

生能否入学的明确标准，达到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是显著地提高了学生被

录取的概率，而不能确保其一定被录取。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模糊断点回归

设计（ｆｕｚｚ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将是否高于录取分数线定义为一个分组虚

拟变量，将其作为影响干预效应的工具变量来使用，进而估计因果效应。

除了精确断点回归与模糊断点回归以外，还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断点回归

设计———地理断点回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即以实在的区域分

界线作为断点进行实验设计。例如，戴尔等人以越南两组曾经从属不同政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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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村庄为研究对象，以 １９６８年形成的疆界为地理断点进行自然实验设计，探

讨了历史政体对地区长远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①

虽然断点回归设计发展较晚，在近几十年才为社会科学界所重视和接受，

但这一实验设计被认为是最接近于随机实验方法的拟随机实验方法，在微观政

策评价方面进行因果推断就有较大的优势。

（二） 自然实验的优势

综上所述，各类研究设计使得自然实验在最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实验室

实验和田野实验中的人为操作性，在自然产生的政治情景之中对变量之间的因

果关系进行检验，兼顾了现实性与科学性。因此，自然实验对于决策者来说尤

为重要，因为它既能够为政策建议提供有效依据；又能够对政策效果进行有效

且及时的评估。

１． 为政策建议提供有效依据的自然实验

当灾害等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自然实验能够成为研究者检验其经验推论

有效性的一种重要工具，也为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现实依据。１８５４ 年，麻醉医

师约翰·斯诺（Ｊｏｈｎ Ｓｎｏｗ）就通过一个简单的自然实验首次证明了霍乱的传播

途径。②１９ 世纪的英国霍乱持续肆虐，当时的普遍观点是，霍乱是由瘴气引起

的。而斯诺基于自身行医经验，认为霍乱是通过被污染的水源而非空气进行传

播。但这一假设与当时盛行的瘴气学说背道而驰，因此他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

证明自己的观点。

当时的伦敦有两家主要供水公司———兰贝思水务公司（ｔｈｅ Ｌａｍｂｅｔｈ Ｃｏｍｐａ

ｎｙ）与索思沃克和沃克斯霍尔水务公司（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ｋ ａｎｄ Ｖａｕｘｈａ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在 １８５２年之前，这两家公司都从被污染的泰晤士河下游取水送至居民家中。但

是在 １８５２年，兰贝思公司将其供水管道的源头移至了更为干净的泰晤士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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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Ｄｅｌｌ，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Ｌａｎｅ ａｎｄ Ｐａｂｌｏ Ｑｕｅｒｕｂｉｎ，“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Ｌｏ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 ８６，ｎｏ． ６（２０１８），ｐｐ． ２０８３—
２１２１．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Ｆｒｏ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４（１９９９），ｐｐ．２４３—２５８；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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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这一改变为斯诺提供了实施自然实验的机会。他认为伦敦超 ３０ 万户不同

年龄和社会阶层的居民在“非自主选择，且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分为了两组，其中

一组居民的供水中含有污染物，甚至还可能含有来自霍乱患者的东西，而另一

组居民的供水中则完全没有这种杂质”①。

在确认了居民被分配为干预组和对照组的随机性后，斯诺绘制了一张简单

的交叉表以展示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各户的霍乱死亡率与负责其供水的公司。数据

表明，兰贝思公司供水范围内的居民霍乱死亡率更低，仅为另一家公司的八分之

一左右。这充分验证了斯诺的判断：霍乱是通过污水而非瘴气传播。这一早期的

自然研究案例研究充分说明了在一些特殊情景下，通过自然实验以进行有效的因

果推断，能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关心的实质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或启发。

２． 对政策进行有效评估的自然实验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基于自然实验的实证数据能够为其政策发展战略提

供可靠依据。任何一个政府或是部门都希望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自己即将

出台的政策是切合实际且行之有效的。但传统的实证研究法（例如实验室实

验）中所得到的结论由于受限较多，往往很难外推至真实世界。而从伦理角度

考量，研究者也无法通过进行田野实验来检验一项政策的效果。

基于此，自然实验便成为了能够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的最佳工具。②首先，

政策评价不仅能够向民众公开政策执行效果，由研究者（而非政策制定者）所进

行的第三方评估还能够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其次，基于自然实验的评价能够对

政策效果进行及时且可靠的反馈。尽管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系统评估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才能为政策评价提供最为准确、科学的依据③，但相较传统

的干预研究（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此类研究往往需要收集到足够数量的个体案例

才能进行整体性评估，因此要花费较长时间。而据奥多诺休 詹金斯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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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Ｊｏｈｎ Ｓｎｏｗ，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ｏｌｅｒａ，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Ｊｏｈ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１８５５，ｐ．７５。

Ｓｃｏｔｔ Ｔ． Ｌｅａｔｈｅｒｄａｌ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ｏｗ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
ｇｙ，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０１９），ｐｐ．１９—３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 Ｐｕｄｄ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Ｗｉｌｋｉｎ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ａｒｔ １：Ｂ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ｔｌａｎｔａ，ＧＡ：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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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９５％的政策制定者声称，他们在为政策制定寻找依据时重视的是实时

性———例如其是否能够证明当前在其他领域所执行的类似政策的有效性———

而不是该依据的质量或科学价值。①因此，通过自然实验对政策效果做出的及时

评价，能够为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可靠依据。

三、 自然实验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

在本节中，我们对自 ２０１０年以来发表在政治学三大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

《美国政治科学期刊》及《政治学杂志》）上的 ７３篇自然实验研究实例进行了梳理

和归纳（图 ２），并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实例进行介绍。这些研究根据其主题主要

可以分为：（１）选民及竞选相关；（２）民众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相关；（３）政策效

能评价相关；（４）执政、执法者行为相关；（５）民族 ／种族歧视问题相关；（６）冲突与

暴力相关；（７）其他（图 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针对自然实验研究进行了方

法论上的探讨与反思，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这些文献进行介绍。

注：该图展示了从 ２０１０年 １月起至 ２０２２年 ３ 月收录于政治学三大期刊中、标题或是
摘要中包含“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是“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的研究文献数量。

图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在政治学三大期刊上发表的自然实验研究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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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ｉｌｙ ＯＤｏｎｏｕｇｈｕｅＪｅｎｋｉｎｓ，Ｐａｕｌ Ｍ． Ｋｅｌｌｙ，Ｎｉｃｏｌａｓ Ｃｈｅｒｂｕｉｎ ａｎｄ Ｋａａｒｉｎ Ｊ． Ａｎｓｔｅｙ，“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Ｄｅｃ．６ ２０１６，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ｐｕｂｈ．２０１６．００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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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在政治学三大期刊上发表的自然实验研究中各研究主题分布

（一） 探讨选民及竞选的自然实验

如何提高投票率和选民支持度是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永恒主题之一。事

实上，政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也正是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的竞选动员研

究。①而这一传统也体现在自然实验研究之中———根据我们的统计，以选民及竞

选为研究主题的自然实验研究数量占比最多，超过了文献总数的三分之一。此

类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１）探讨影响投票率的因素；（２）探讨对选举结果产

生影响的因素。

１． 影响投票率的因素

与心理学不同，自然实验无法通过控制外在变量来探究人们的内在动机。

因此，自然实验研究主要探讨了自然环境、家庭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对投票率

可能产生的影响。布雷迪和麦克纳尔蒂的研究以同时出现在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 年

的投票名单上的 ３００万名洛杉矶选民为对象，考察了投票点的设置对投票率的

影响。②他们将投票地点连续两年没有发生变动的选民作为对照组，由于选区合

并而导致投票地点发生了变动的选民作为干预组（由于洛杉矶市全市都存在选

区合并的情况，因此投票点发生变动这一干预是随机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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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孟天广：《从因果效应到因果机制：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载《探索》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
Ｈｅｎｒｙ Ｅ． Ｂｒａｄｙ ａｎｄ Ｊｏｎｈ Ｅ． ＭｃＮｕｔｙ，“Ｔｕ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ｏ Ｖｏｔｅ：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５，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１５—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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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干预组的投票率下降了 １．８５ 个百分点，研究者认为这一降低源于投票

成本的上升———干预组的选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新的投票点。

同样，亨德森和布鲁克斯的研究也再次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将 １９５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美国众议院选举期间的降雨作为工具变量实施了自然实验，发现每增加 １ 英

寸的降雨量，就会导致民主党的得票降低 １．４—２．０个百分点。①这些研究结果提

醒了研究者不应忽视这些看似无关的外在因素可能会为选举格局带来的改变。

除了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外，家庭社会环境因素也会对投票率产生影响。先

天基因传承与后天家庭教育，究竟哪一个对人们的政治态度以及政治参与行为

影响更大？切萨里尼等学者的自然实验研究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②他们

将被收养者的亲生兄弟姐妹以及其收养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作为对照组，被收养

者作为干预组，对他们成人后的投票行为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先天基因传

承与后天家庭教育对于人们的影响同样显著：当被收养人的亲生父母履行过投

票义务时，被收养人参与投票的概率更高（被收养人与其亲生父母不曾有过联

系）；另一方面，当收养家庭中的父母至少有一人受过大学教育时，被收养人的

投票率会增加 ４．３个百分点，且收养家庭中母亲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对被收养人

的影响更大。

２． 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

既有的自然实验研究还分别从选民、候选人（或政党）以及选举制度这三个

角度出发，对可能左右选举结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探究。

首先，研究表明选民的生活经历会影响其投票倾向。马歇尔的研究探讨了

选民受教育年限与政党支持的关联。③１９４７ 年，英国在离校年龄上做出了重大

制度改革，这一改革使得近半数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增加了至少一年。而通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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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ｏｋｓ，“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ｏｔｅｒ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 ７８，ｎｏ． ３（２０１６），
ｐｐ．６５３—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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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断点回归设计，研究者发现人们在高中就读的时间越长，其日后支持保守党

的可能性就越大。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收入成正比，而工

作收入越高的人，越会倾向于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最终转变为对保守党的支持。

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也会对选民政党支持的偏好产生影响。２０１６ 年，历时

１５小时的英国脱欧公投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英国以 ５１． ８９％对

４８．１１％的微弱多数票决定其将脱离欧盟。基于这一社会民意，执政的保守党也

不得不将其政策风向在一夜之间从“亲欧”转变为“疑欧”。借由这一事件，舍恩

费尔德和温特 利维探讨了选民究竟是忠于政策还是忠于其党派身份。①利用中

断时间序列设计（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ｅｓｉｇｎｓ），他们比较了选民在脱欧公投前

后几个时间点对于保守党的支持度。结果显示选民更受政策，而非其党派身份

驱动：“疑欧”的选民们纷纷涌向转变为“疑欧”的保守党，而“亲欧”的保守党支

持者则选择离开政党。据统计，保守党在脱欧问题上突然的态度转变导致其失

去了 ８％的支持者，毫无疑问，这将对今后的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格

拉西亚 蒙托亚等学者的研究则发现，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经历过校园枪击案的

县，支持严格控枪的民主党得票率平均增加近 ５个百分点。②以上的自然实验研

究充分说明，难以预料的偶发事件都可能对选民的政治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具备何种特征的候选人或政党更容易赢得选举也是研究者关心的话

题。例如，福元健太郎和三轮洋文的自然实验研究别出心裁地探讨了日本参议

院选举时，议员候选人的姓氏与其得票数的关系。③参议院选举时，选民一人两

票，即除了投给地方选区议员一票以外，还需要投一票给全国选区议员。在日

本，地方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常常通过在其选区用车载喇叭循环播放自己姓氏的

方式来进行“拉票”，以强化自己在选民心中的印象。而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

全国选区议员的选举上———同一位全国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在其姓名识别度高

３４３

自然实验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应用与反思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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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ｐｐ．８０７—８２６，ｈｔｔｐｓ：／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１７ ／ Ｓ０００３０５５４２１００１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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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即该地区有与该议员姓氏相同的地区候选人）的得票数与在其姓名识

别度低的地区（即该地区没有与其姓氏相同的地区候选人）相比，整整高出了 ６９

个百分点。基于这一结果，研究者指出强化选民对候选人姓氏的认知不失为一

个有效的竞选策略。而洛温等学者的研究则发现政党想要在选举中获胜还需

要一些好运气。①加拿大的平民院（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通过抽签的

方法从非内阁大臣中随机挑选人员对其议案进行审议。研究结果表明，与没有

机会将自己的议案提交审议的人相比，有幸赢得机会的非内阁大臣更容易因为

提出议案这一行为而受到选民青睐，从而增加其所属政党在选举中的获胜率。

候选人或政党在临近选举时往往会出台各类政策以拉拢选民。墨托利尼

亚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在墨西哥进行的、以连任可能性不同的各组议员为对象的准

实验研究则发现，为了迎合选民以增加连任机会，议员在选举临近前会增加与

“特殊主义的立法”（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ｔｉｃ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相关的发言，即强调自身将立法以

照顾少数民众的特殊需求（如基础建设、医疗需求等），且后续追踪调查也证实

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自己的承诺。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一些发展

高度不均衡的国家，执政政党为了连任而实施增加定向支出以赢得大批低收入

选民的支持这一竞选政策，从长远来说，是低效且不利于国家全体发展的。阿马

特和贝拉门蒂利用巴西联邦政府随机进行的反腐败审计进行了准实验研究，发现

在大选前夕进行的审计能够有效遏制其地方政府的资金滥用，但相比未进行审计

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选民投票率以及现任者的连任可能性都显著降低。③

最后，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于选举方式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在选举规则完全

相同的情况下，投票方式也可能会影响选票结构和选举结果。④一项在澳大利亚

４４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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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自然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使用传统纸质邮寄投票的选区，在导入了

更为简洁便利的电子投票系统的选区出现分裂投票（ｂａｌｌｏｔ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的概率更

高，因此其通过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构成也更具有包容性。此外，辛格的研

究表明，在实行强制投票制（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ｖｏｔｉｎｇ，是一项旨在命令有选举权的公民

必须参加投票的法律或者规范制度）的国家，参选政党将减少贿选等行为，将拉

票重心转向基于选民意向的政策制定。①

（二） 探讨民众的政治态度及政治参与的自然实验

政治态度指民众对政治目标和政治情景的认知、情感和评价。②个体的政治

态度往往决定了其政治参与的意愿。而政治参与是维持和促进政府合法性的

有效手段，也是人们表达意见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因此，把握民众政

治态度、探究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也是政治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

议题。

１． 影响政治态度的因素

人们的政治态度早在童年时期就开始逐步形成。既有研究已经证明，个人

的政治认同与政治态度继承于父母，且其影响可以持续 ４０ 年之久。③在此基础

上，希利和马尔霍特拉则通过自然实验，进一步探究了兄弟姐妹对美国人的性

别角色以及政治态度的影响。④他们认为，拥有姐妹的年轻男性会更偏向于传统

的性别角色观念（因为他们往往不会被分配做洗碗、收拾房间等家务），从而逐

步树立保守的政治态度。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将有妹妹的男性（干预组）和

有弟弟的男性（对照组）的性别角色观念与政治态度进行比较———虽然父母是

否再要一个孩子的决定并不是随机的，但下一个孩子的性别是完全随机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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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该研究将“下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干预变量进行了实验分组。结果验证了

研究者的假设：有妹妹的年轻男性有着更为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也更倾向于

支持共和党。而是否拥有妹妹或弟弟则不会对年轻女性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

除了家庭环境之外，植根于大学中的阶级文化规范（ｃｌ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ｏｒｍ）也会对处

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①相比身处其他环境中的同龄

人，出生富裕家庭的大学生在大学校园中享受过几年富裕无忧的生活后，会更

倾向于支持保守主义经济政策。

如若没有获得民众的信赖和认可，政府提出的有益政策可能也会遭到反

对。例如在缺少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当地社区居民会以妨碍发展为由，反对风

力涡轮机等节能基建，从而导致政府支持率的下降。②因此，如何增加民众对政

治体制、政府机构、政府绩效等的认同和支持也是一个极具应用价值的研究课

题。库克等学者将已收到过美国政府下发的《社会保障声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居民作为干预组，未曾收到该文件的居民作为对照组，比较了

两组居民的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知识以及对该制度的信心（例如：你在多

大程度上认可该制度能够为退休工人或因公死亡人员家庭的生活带来保

障？）。③结果表明，相比对照组，干预组的居民获得了更多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

知识，且对该制度的实施表现出更高的信心。这说明政府向民众传达信息的质

量和数量会正向影响民众对政府机构的评价。而弗赖伊和鲍里索娃则发现，尽

管选举本身对俄罗斯民众的政府信任度没有显著影响，但选举后发生的大规模

抗议活动反而增加了反对派选民对于政府的信任———政府认可反对派进行游

行这一决定本身是使得他们态度发生转变的关键。④因此，研究者认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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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许可以通过允许抗议活动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此外，行政辖区的

面积大小会也直接影响公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行政

辖区面积越大，公民会认为自己能够影响政治决策的机会越小，从而导致内部

政治效能感的降低。①

另一方面，国内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还可能会对该国的国际形象产生影响。

以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众为对象，在美国大选前后实施的准实验研究结果显

示，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后，国外民众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度

骤降。②

２． 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

通过政治参与，公民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决策制定与所执行的政治行

为。因此，政治参与也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但既有研究证

实，在政治参与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鸿沟。即便在美国这样公民权利与政治权

利高度强调的国家，女性对政治生活也显示出较小的兴趣、参与度以及知识。③

而在父权制文化的国家，例如印度，女性更是被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标准所主

导和制约，基本政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普里拉曼认为，女性社交网络的扩大

能够有效降低女性政治行为的成本，从而促进政治参与。④为了验证这一假设，

他们将非政府组织 ＰＲＡＤＡＮ 的妇女自助公益会（ＳｅｌｆＨｅｌｐ Ｇｒｏｕｐｓ，ＳＨＧｓ）看作

干预措施，在印度中央邦的农村地区开展了自然实验研究。妇女自助公益会组

织同村 １０—２０名女性为一个小组，通过每周一次的会议向她们提供非正式的储

蓄、借贷等金融服务，有时也会教授她们相关的农业知识。该研究将这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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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自助公益活动的村子作为干预组，并根据这些村子的人口、女性比例等特

性寻找与其地理位置最接近的村子匹配为对照组，将两组女性的参选行为、意

愿等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参与妇女自助公益活动能够通过

扩展社交网络、提高集体行动能力以及培养公民技能这三方面来增加女性的

社会参与。基于这一研究结果，研究者指出，尽管在西方及高收入国家，多数

研究聚焦如何通过给予女性如工作、金钱等社会资本，来增加其政治话语权

和政治资本，但在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女性在父权制文化影响下被

社会孤立的国家，相比增加社会资本，重建她们与社会的联系可能会更有效

地促进女性政治参与的行为和意愿。

（三） 探讨执政、执法者行为的自然实验

除了上述以民众为对象的自然实验研究以外，还有一些研究将焦点置于执

政者、执法者，旨在找出可能会对执政、执法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例如，美国

各个县的治安官由选举产生，因此人们担心他们执法时会迎合所属政党的政治

倾向，而不是将维护该地区的安全放在首位。为此，汤普森以治安官为研究对

象，进行了一项自然实验研究，证明了治安官的党派并不会对其执法行为产生

影响：无论其属于推动移民政策改革的民主党还是属于反对移民的共和党，治

安官在面对移民海关执法局提出扣押非法移民的要求时，其服从率并没有显著

差别。①虽然执法者的政治倾向并没有对其执法行为产生影响，但格林和森以美

国上诉法院的法官为对象的准实验研究则发现，执法者的人际关系与生活经

验———例如是否有女儿———会对案件判决产生影响：有女儿的法官只有在处理

与女性议题有关的案件时（例如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堕胎行为等），会倾向于

作出更为开明的判决（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②其原因可能在于家有女儿会促使法官

在日常生活中加深对于女性议题的关心和思考。

８４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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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ｍｍｇ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１１４，ｎｏ． １（２０１９），
ｐｐ．２２２—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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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坛女性的崛起也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为了回应女性的政

治参与需求，争取女性选民以及妇女组织的支持，西方政党在党内生活中逐渐

重视女性，在议员候选人选拔领域实行性别配额制（ｇｅｎｄｅｒ ｑｕｏｔａ，指选举中当选

的女性数量需要占到一定的比例），旨在推进男女平等、发展党内民主。但是，

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女性即便依靠配额制快速地成为描述性代表（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基于性别的歧视和质疑也可能会对她们的职业发展前景产生负

面影响：女性可能难以连任或是成为党内领导。奥布莱恩和里克内在瑞典进行

的自然实验研究使用源于现实生活的数据打消了这一疑虑。①通过检验性别配

额与女性政治领导力的因果关系，他们发现性别配额制度不但能够推动更多

高素质女性担任公职，还能帮助女性快速升职为党内领导，对其连任率也没

有产生消极影响。该研究确认了配额制的实施对于推动女性参政的积极影

响。但是另一方面，通过对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 ２０１７ 年曼彻斯特恐怖袭

击事件前后的民众支持率，霍尔曼等学者发现，遭遇恐怖袭击会降低民众———

尤其是对女性抱有负面印象的人———对女性首相的支持和信心。②因此，虽然女

性参政率已经明显提高，但要在政治领域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一段

路要走。

（四） 探讨公共政策效能的自然实验

自然实验研究在评价公共政策效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卡内基和纳里

诺夫利用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制度，检验了国际援助对于帮助受援助国健全民

主制度、提高人权保障水平的效果。③在对各轮值主席国在国际援助上的拨款进

行统计后，研究者发现当曾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当值时，它们倾向于为自己曾经

９４３

自然实验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应用与反思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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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０，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１１２—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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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ｕｍｐｓ ｎｏｔ Ｂｕｍｐ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６，ｎｏ．１（２０２２），ｐｐ．２４９—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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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殖民地国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例如 ２００１ 年比利时成为轮值主席时，欧盟为

非洲，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了高额援助；２００２ 年作为轮值主席的西班牙

则为其在拉丁美洲的前殖民地提供了特别援助。而收到援助的国家会在短时

间内开展一系列针对民主和人权的改革，但由于援助是暂时性的，因此改革效

果并不会持久。基于此，研究者认为如果欧盟能够为受援助国提供长期且稳固

的援助计划，那么其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就能获得持久改善。

由于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种族不平等问题早已渗入美国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虽然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种族融合和制定了一系列的干预政策，如

取消“种族隔离学校”，提高非洲裔与拉丁裔学生的受教育机会，以实现教育资

源的公平配置。但基钦斯在对比了 １９９５年至 ２０１１年取消种族隔离令对美国近

１２ ０００个学区中公立中小学教育资源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后发现，这一命令会促

使公立学校 ６％—１２％的白人孩子退学———父母选择将他们送去种族隔离程度

较高的私立学校受教。①这则会减少社区居民将税收用于提升公立中小学教育

质量的意愿，从而导致师资力量短缺，学生的成绩下滑。由此可见，取消种族隔

离对于美国社区的公共教育资源分配并没有达到预计的效果。基于这一结果，

研究者建议采用适当的种族隔离教育政策，或是由联邦政府直接拨款以支持种

族融合的公立中小学校以求改善当前局面。

（五） 探讨民族 ／种族歧视的自然实验

民族 ／种族歧视俨然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何预防和干预民族冲突、

实现种族和平融合已经成为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除了不同文化

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外，同一文化集团内部也会因为其社会阶层的划分而导致各

阶层之间的矛盾与不平等———以印度为代表的种姓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既有的自然实验研究主要聚焦于移民、难民以及表列种姓（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ｃａｓｔｅｓ）这

三类群体，深入探讨了抑制或加剧民族 ／种姓歧视的社会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或是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究人们对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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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ａｒｉｎ Ｋｉｔｃｈｅｎｓ，“Ｅｘｉｔ 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８３，ｎｏ．１（２０２１），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８６ ／ ７０８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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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或是弱势群体态度的研究并不在少数。①但由于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人们基于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的约束或是感知自己正在被实验员所观察的情

况下，可能会隐藏心中真实所想，对自己的回答或是行为进行美化。而完全基

于真实世界的自然实验研究则能解决这一难题，帮助研究者们掌握人们真实的

行为或想法。

１． 聚焦移民群体的研究

近年来，许多国家内部在移民政策这一议题上产生分歧，而其中最具争论

性的问题在于移民的归化入籍问题。尽管在一些发达国家，移民人口已经占据

总人口的 １０％，不少政客依旧反对移民入籍。他们认为移民会对本国人的工作

和收入产生威胁，并破坏当地的传统价值观，因此这些“外来者”不应享受与本

国人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们为什么排斥移民、会排斥什么类型的移民，以及归化

入籍对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影响，海因米勒和汉加特纳利用瑞士 １９７０ 年至

２００３年间独特的移民入籍制度进行了自然实验研究。②２００３ 年以前，瑞士的一

些城市采取“投票箱”（ｂａｌｌｏｔ ｂｏｘ）制度，通过市民投票来自主决定是否同意移民

归化入籍。具体来说，市民会收到由市政局寄来的匿名投票信和一份记载了所

有申请入籍的移民信息名单，上面详细记载了移民的性别、年龄、出生地、移民

历史以及语言能力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市民对每一位申请人做出同意与否

的判断后将选票寄回。通过票数统计，获得多数认可的移民将获得入籍资格。

他们通过断点回归设计，以是否获得半数以上否定票为基准，将申请人分为了

两组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与来自较为富裕的北欧及西欧国家的申请人相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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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Ｍａｓｇｏｒｅ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２００８），ｐｐ．２２７—２４８；Ｃíｃｅｒｏ Ｐｅｒｅｉｒａ，Ｊｏｒｇｅ Ｖａｌａ ａｎｄ Ｒｕｉ ＣｏｓｔａＬｏｐｅｓ，“Ｆｒｏｍ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ｔｏ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ｎ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ｍｍｉ
ｇｒａｎｔ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４０，ｎｏ．７（２０１０），ｐｐ．１２３１—１２５０。

Ｊｅｎｓ Ｈａｉｎｍｕｒ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ｋ Ｈａｎｇａｒｔｎｅｒ，“Ｗｈｏ Ｇｅｔｓ ａ Ｓｗｉｓｓ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１０７，ｎｏ． １（２０１３），ｐｐ．
１５９—１８７；Ｊｅｎｓ Ｈａｉｎｍｕｒｌｌｅｒ，Ｄｏｍｉｎｉｋ Ｈａｎｇａｒ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Ｐｉｅｔｒａｎｔｕｏｎ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ｏｒ Ｃｒｏｗｎ：
Ｄｏｅ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１，ｎｏ．２（２０１７），ｐｐ．２５６—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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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来自原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申请人获得否定票的概率要高出近 ４０％左右。

同时，研究还发现，该市的排外性越高，其市民对移民的原籍歧视越严重。基于

这一结果，研究者认为，在决定移民入籍的问题上，需要依据的应该是相对公正

的法律，而非市民的判断。而在之后的研究中，他们对归化入籍如何影响移民

的社会融合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结果表明，获得瑞士公民身份对于帮

助移民更好融入当地社会有着长期影响。因此，归化不仅仅是表彰移民达到入

籍标准的“奖励品”，还应当被视为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催化剂。

２． 聚焦难民群体的研究

相较于移民群体，难民群体的处境显得更为艰难。２０１５ 年以来，来自叙利

亚、阿富汗以及伊朗等穆斯林国家的超 ３００ 万难民向欧洲申请了政治庇护。虽

然自 ２０１６年欧盟与土耳其达成难民协议之后，申请人数略有下降，但试图通过

申请政治庇护以逃离战争与迫害的人数始终处于高位。尽管大多数情况下难

民的滞留时间不会超过 ２４小时，不会对当地人的工作或是文化带来威胁，但许

多人依然认为难民“搅乱”了他们的生活———例如为难民提供医药和公共卫生

服务会使当地医疗系统产生混乱，甚至还可能爆发传染病。在这样的背景下，

汉加特纳等学者在被认为是受难民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希腊进行了

自然实验研究，探讨了难民危机的爆发如何影响希腊人对于难民群体以及政治

庇护政策的态度。①

为了排除与难民危机无关因素的影响（如当地人的排外性以及对移民政策

的原有态度偏好等），该研究选取了希腊各岛屿至土耳其的距离这一客观地理

因素作为工具变量：离土耳其越近的希腊岛屿，登陆的难民数量越多。与此同

时，由于难民选择登陆地点的时候还受到地形、可行性等因素的限制，因此也会

出现与土耳其距离相近的两个岛屿接收难民数量不同的情况。这也为锁定难

民危机带来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研究条件。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与难民直接

接触较少的岛屿，难民登陆数量多的岛屿上的居民都表现出了更高的反难民情

绪。而这种由难民引发的对外排斥性态度还会波及其他少数群体，如经济移民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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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ｏｍｉｎｉｋ Ｈａｎｇａｒｔｎｅｒ，Ｅｌｉａｓ Ｄｉｎａｓ，Ｍｏｒｉｔｚ Ｍａｒｂａｃｈ，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ｓ Ｍａｔａｋｏｓ ａｎｄ 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ｓ Ｘｅ
ｆｔｅｒｉｓ，“Ｄｏｅ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ｋｅ Ｎａｔｉｖｅｓ Ｍｏｒｅ Ｈｏｓｔｉｌ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３，ｎｏ．２（２０１８），ｐｐ．４４２—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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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穆斯林群体。

如上述研究结果所示，即便在难民不造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仅仅是与他

们“打照面”就足以提升当地民众的敌意。这使研究者有足够理由推测，当难民

被认为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的时候，将会引发当地民众更大的恐慌与不满。

布莱顿等人的准实验研究对这一假设进行了验证：他们比较了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３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前后一段时间内，加拿大民众对叙利亚难民的情感以及态度

变化。①研究发现，尽管在恐怖袭击发生的 ２４小时内，人们对叙利亚难民可能带

来的安全威胁表示担忧，且对移民安置政策表现出反对倾向，但经过 １５—２０ 天

以后，这些担忧与反对逐渐回落至恐怖袭击发生前的水平。这一源于现实生活

的研究结果出乎了研究者的意料：这一起近十年来在西方发生的最大规模恐怖

袭击事件并没有像政治学者和评论家们所预计的那样，对人们产生更为深刻且

长远的影响。

３． 聚焦表列种姓群体的研究

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度森严的社会，这种源于印度教的制度将人由高至低分

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除了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

种被排除在种姓之外的人，即“不可接触者”或“贱民”，在官方文书中则被称为

“表列种姓”。他们是印度社会中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的群体，且这一情况在农

村地区尤为严重。

为了保护表列种姓群体的利益，印度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 １９９２年

政府通过的第 ７３次修正案就明确规定在村级委员会（ｐａｎｃｈａｙａｔｉ）的选举中，必

须按村中表列种姓人口占比，为其在委员会中分配同样比率的席位。同时，这

一修正案还规定了在每隔 ５ 年进行一次的村委会选举中，２５％的村委会主席必

须由表列种姓群体担任，而具体是哪些村子则是按照政府名单顺序由上往下重

复滚动。由于村委会主席有着较大的两项权力：一是有权为中央和邦的公共产

品项目选定受益人；二是有权指定需要建设和维护的村级公共产品，如路灯、道

路等。因此研究者认为由表列种姓担任村委会主席能使村中其他的低种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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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配到更多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种姓间的资源不平等问题。①与此同

时，研究者还期待这一制度能够促进表列种姓与其他种姓群体之间的交流，从

而改善表列种姓在印度社会的刻板印象，减少歧视。②

通过自然实验，研究者对表列种姓群体担任村委会主席这一制度的效果进

行了检验。他们将每两个人口、种姓构成等基本条件相同的村庄配对为一

组———其唯一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表列种姓群体担任过村委会主席。通过进一

步的对比，邓宁等人发现，虽然村委会主席在住房、就业和福利等资源分配上有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让表列种姓担任村委会主席并没有明显增加村中低种姓

群体成员获得的资源。在之后的问卷调查中，他们找到了其背后的原因所在：

相比基于种姓的资源分配，低种姓群体更依赖基于所属党派的资源分配。与农

村激烈的种姓矛盾相比，党派内往往能够做到较为和谐的多种姓共存。与此同

时，为了拉拢民众选票，多数政党都会采取对低种姓更为有利的分配政策。因

此，研究者得出结论：在印度，资源与福利的分配主要依靠党派，而非种姓。在

这样的背景下，让表列种姓担任村委会委员这一制度对于解决农村的种姓不平

等问题似乎并非那么有效。

另一方面，肖沙尔则发现，在表列种姓担任过村委会主席的村子里，虽然高

种姓群体对于表列种姓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并没有改善，但他们的歧视行为和

意图有所减轻。赋予表列种姓政治地位和权力可能会使高种姓群体的社会规

范感知产生变化———社会并不鼓励歧视和欺凌低种姓群体的行为，从而导致了

高种姓群体行为和态度的转变。基于这一研究结果，研究者认为，如果社会边

缘群体能够通过获得政治权力而引发群际关系的积极变化，那么无论该制度的

再分配效应和政治影响如何，它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成员来说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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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探讨冲突与暴力的自然实验

根据联合国统计，虽然自 １９４６年以来因战争死亡的人数一直在下降，但全

球范围的冲突和暴力在不断上升。尚未解决的区域紧张局势、法治崩溃、非法

经济收益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资源稀缺，已成为造成冲突的主要因素。而

科技技术的进步也使机器人、无人机和网络袭击以及数据黑客得以武器化。新

的和更复杂的安全威胁向政治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冲突和暴力的性质已发生重大变化。冲突的杀伤力减少，但持续

时间更长，而且更常发生在国内团体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布莱尔等人基于

４６项自然实验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涨，能够

有效减少当地的武力冲突①：例如自 １９９３年至 １９９８ 年，咖啡价格上涨 １９０％，而

在主要咖啡产地秘鲁与哥伦比亚，暴力袭击事件下降 ５５％。其原因可能在于随

着产品价格上涨，工人报酬也会增加，这会吸引大批工人投入生产，间接减少了

冲突的发生。而另一方面，煤炭、汽油等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涨则会促进

当地武力冲突的发生：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原油价格增长 １１５％，而同一期间，哥

伦比亚产油城市发生的武装袭击增长 １６．５％———偷窃、抢占自然资源变得更为

有利可图。

而政治不稳定也会导致有组织犯罪，包括对警察、妇女、移民和反对党支持

者的有针对性的袭击。内利斯等人的自然实验研究聚焦于巴基斯坦，探讨了世

俗政党执政对于宗教暴力的抑制作用。通过比较世俗政党在选举中以微弱优

势获胜（干预组）或失败（对照组）的地区，研究者发现，世俗政党执政能够大幅

减少当地宗教暴力事件的发生。②进一步分析表明，来自核心选民的竞选压力促

使世俗政党加大了平息宗教暴力的努力，且只有在其有足够的能力左右当地安

全形势的情况下（例如警察数量较多），其努力才会有效。但这一研究结果也强

调了改革的必要性：将平息宗教暴力作为竞选策略的一环，会使得安全部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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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职权时受到政治干扰，无法平等保障民众的人身安全。

（七） 其他

除去上述这些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以外，还有一些基于各国国情需要的自

然实验研究实例。例如，达斯古普塔的研究探讨了印度的农业技术变革———

“绿色革命”（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进行对于提升边缘化政党竞争力、推进民主

进程所起到的作用。①而艾哈迈德则通过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独裁国家会将外

国援助以及海外务工人员汇款收入用于加固政府庇护结构，从而进一步稳固自

身政权。②另一方面，在政治极化趋势愈发严重的美国，列文达斯基提出假设，认

为国民身份认同感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民众对于对立政党的厌恶与抵触情绪，

从而缓和因政治极化而导致的社会分裂。③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者在 ２００８

年美国总统选举年的 ４ 月至 ８ 月以近 ３０ ０００ 名选民为对象开展了自然实验。

结果表明，当美国独立日（７月 ４日）临近时，高涨的国民身份认同感会使得选民

更倾向于将对立政党候选人看作同一集体中的成员，从而对其表现出更多积极

情绪。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承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提升国民身份认同

感以缓解政治极化趋势，依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四、 自然实验的局限性及其反思

相较于实验室实验与田野实验，自然实验往往能够更好地控制混淆因素的

影响，实现可信和有效的因果推断，这能够为解释日益复杂化的政治现象和过

程、指导政治实践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自然实验的开展也必然有其局限性和

不足之处。本节将对自然实验的基本研究设计及其作为政治科学研究法的合

理性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希望能为今后自然实验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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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益的思路。

（一） 基本研究设计的局限性

尽管自然实验中所运用到的计量设计都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但是各类型

的研究设计也都有其局限性以及不足之处。

１．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不仅为定量分析提供了因果推断的重要武器，还是一种十分巧妙

且具有趣味性的研究设计。但是，想要找到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非常之难，其

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要求研究者变换思维角度，跳出假设模型的框架，找到一个

能够帮助解决问题的外生变量。因此，寻觅工具变量不但要求研究者拥有严谨

的逻辑力和诠释力，还往往需要其具备一定的社会科学想象力和灵感。①同时，

前人曾经使用过的工具变量往往只适用于特定的研究情景，虽然具有一定的参

考性，但是很难推广、照搬至其他研究中。

２． 双重差分

双重差分主要用于评估政策效能。而陈林等人在综合了实验理论与前人

研究后，总结出一个合格的双重差分研究必须满足两类假设②：（１）随机性假设，

即需要保证每个样本有同等机会接受干预处理，且实验发生的时间应当是随机

的。满足这一假设条件主要是为了应对政策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基于宏观

社会和经济环境，政策的实施本身可能就是系统内部运行的结果；（２）同质性假

设，即保证干预组与对照组样本在统计意义上是同质个体。当以上两条基本假

设无法得到满足时，双重差分估计量将会产生偏差，从而难以反映出政策的真

实效果。因此，双重差分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政策效能评估，研究者在使用这

一研究设计前必须首先对其合理性进行甄别。

３． 倾向值匹配

倾向值匹配能够很好地解决多混淆变量时的控制问题，帮助研究者得出因

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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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云松：《逻辑、想象和诠释：工具变量在社会科学因果推断中的应用》，载《社会学研

究》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
陈林、伍海军：《国内双重差分法的研究现状与潜在问题》，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 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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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性结论。但是它的缺陷在于不考虑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只关注某个自变量

的效果。因此，当我们运用倾向值匹配法对某一因果效应进行检验时，就已经

默认：（１）该自变量是导致因变量变化的唯一单因；（２）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互相

影响的效果。①虽然它能够将复杂的政治现象的发生归结至某一个重要的关键

性因素，具有逻辑上的简洁之美，但这种单因解释却也成为了倾向值匹配遭受

质疑的理由：例如拉金认为，政治过程之所以复杂并难以解释，不仅因为有太多

影响结果的变量，还因为在各类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才会导致某一个特定结果的

产生。②因此，不支持多因分析的倾向值匹配法无法实现政治现象的多变量分析

和联合分析。

４． 断点回归设计

虽然断点回归被认为是自然实验中揭示因果效应最有效的一种研究设计，

但在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如果被研究对象自身能够精确地操

作决定干预的关键变量，那么断点回归方法便是无效的；第二，除了干预条件以

外，其他协变量在临界点附近应当都是连续的，这样才能保证因变量在临界点

处的间断是由干预条件的介入所引起的③；第三，被研究对象应当是同质或是近

似同质的，即若将对照组的个体放置于干预组中，其应该与原本就在干预组的

个体产生相同的效应。④

综上所述，尽管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能够帮助研究者在自然产生的政治情

景之中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更好地把握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因

素、评估政策冲击带来的效果，但我们也必须对各类研究设计的局限性有充分

认识。因此，研究者在实际使用各类研究设计时必须进行深入的事前分析，建

立充分且合理的识别策略以考察被研究对象的分布，或是政策实施是否满足自

然实验的各项基本特征与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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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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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忠：《国际关系因果推论中的匹配方法———原理、类型与操作》，载《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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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ｉｓ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６。
Ｄａｖｉｄ Ｓ． Ｌ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ｍｉｅｕｘ，“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４８，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２８１—３３５．
罗胜：《断点回归设计：基本逻辑、方法、应用述评》，载《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６年第 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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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然实验法的局限性及其反思

虽然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为研究者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但不可否认的

是，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所有因果关系都在现实世界中有对应的自然实验，也就

是说，自然实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同时，想要从现实世界中寻找到自然实

验，对研究者也有着较高的要求。斯诺验证污水为霍乱感染源的自然实验研究

看似构思简洁精巧，但他也是在进行了大量前期分析、排除掉其他各类可能性

之后，才最终将霍乱传播的罪魁祸首锁定到污水。①由此可见，研究者不但需要

拥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捕捉到合适的研究机会，还必须

具备完善的相关知识体系与统计技术，才能尽力以迫近随机的方式对被研究对

象进行挑选与分组。因此，要想设计出一场合理且有效的自然实验实属不易。

然而，正是这种“不易”会导致人们，尤其是研究者对自然实验研究结果的

“过信”。当研究者在自己的逻辑体系中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识别策略后，难免会

产生一种自负感，认为其所设计的自然实验能够在避免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推

断因果关系，从而忽视很多细节。②这可能导致研究者遗漏关键的解释变量或控

制变量，进而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除了遗漏变量的问题以外，萨米

还指出，自然实验的研究者对由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所得出的结果有进行过分

解读的倾向，这会夸大他们所关心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效应。③

要想理性看待自然实验的研究结果，我们就必须要承认自然实验在方法论

上的局限性。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面临着一个普遍的问题———局部平均干预

效应问题（ｌｏｃ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ＬＡＴＥ）④：在双重差分和倾向值匹配中，

被研究对象是由研究者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人为挑选和分组，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断点回归衡量的也只是在临界值附近的局部效应，而非整体效应；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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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６１，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２８２—２９３．

陈云松：《逻辑、想象和诠释：工具变量在社会科学因果推断中的应用》，载《社会学研

究》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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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９４１—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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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６２，ｎｏ．２（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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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研究对象的影响分布是否均匀也无法通过统计方法来进行确认。基于

上述，自然实验在很多情况下反映的仅仅是某一局部样本的分析结果，同时，由

于自然实验中的干预变量必须满足非人为性的条件，研究者也无法通过大规模

复制研究以检验其结果的普遍性。因此，自然实验的研究结果并不具有普遍

性，也很难推广到进一步的研究中去。在理解了这一特性以后，我们才能更理

性地看待自然实验所得出的结果，并对其作出合理的政治、社会学解释。

如果自然实验的研究结果不具备普遍性，那它还能否为现实世界提供有效

的实践指导呢？首先，自然实验毫无疑问能够加深我们在特定区域内对因果机

制以及其影响参数的理解，其对于该区域政治现象的实践指导性是不可否认

的。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等，来对从自然实验的结果中得

到的可能性或启发进行进一步的验证。虽然一次自然实验只能检验某一特定

干预条件会导致的结果（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ｕｓｅｓ），但通过搭配其他实验研究方法进行系

列性研究，不断累积研究成果，便能逐步完善导致某一现象产生的各类原因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从而归纳总结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规律。①

五、 总　 　 结

随着 ２０２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自然实验法再次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关

注。作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最被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之一，在真实世界中，因

果机制的自然实验对于经济学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除此之外，基于实验路

径的研究设计能够帮助研究者在现实政治情景中更好地控制干扰因素的影响，

实现可信且有效的因果推断，因此，自然实验对于政治科学界的贡献也不容小

觑。基于此，本文从发展背景、方法、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局限性等几个

方面对自然实验研究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通过回顾与总结，我们发现，在西方主流政治学界，自然实验研究已经被广

泛运用于诸多政治现象及过程，诸如国家能力与治理、数字民主与互联网安全、

０６３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Ｂ． Ｍ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ｂ，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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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与种族冲突等，通过对现实政治情景的定量科学化研究，探求中观和

微观层面政治现象或过程背后变量或因素间的因果联系，能够为解决现实政治

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但尽管如此，在进行自然实验研究时，研究者也必须始

终保持审慎的头脑，在把握自然实验局限性的基础上，清楚地说明识别策略以

及研究假设，并理性地看待研究结果。这样才能使自然实验发挥出最大效用，

为社会科学定量分析中的因果推断提供更强的说服力和更高的可信度。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领域对于因果机制、经验性政治理论的需求日益迫切。

聚焦于中国政治和治理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也开始广泛采取实验方法对中国治

理模式、国家社会关系、协商民主和网络政治进行原创性研究。而适用于理解

复杂社会中的政治现象的自然实验有助于从实践上推进国家治理的演进，故而

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改革实践赋予了自然实

验研究独特应用场景和丰富机遇。本文对西方政治学领域自然实验研究实例

的梳理及分类，有助于国内学者了解自然实验的应用条件和研究范围，从而为

推进自然实验在中国政治科学领域的研究发展提供参考。今后，应加强国内学

术机构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丰富网络资源和技术

以及促进政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融合交流等，期待中国学者能

够在掌握自然实验设计方法的同时，为这一前沿研究方法贡献更多有独创性且

贴近现实世界的研究实例。

１６３

自然实验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应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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